
○曹禧修　整理

叙 述 学:
从 形 式 分 析 进 入 意 义
———文学研究方法论研讨之二
　　此次研讨包括形式主义 、新批评 、结构

主义以及叙述学等几种 “文本中心论” 的研

究方法 , 其中以叙述学为重点。研讨中 , 我

们提出了一个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新命题 , 即

“从形式分析进入意义” , 并围绕这一命题分

两部分展开研讨。第一部分从叙述学理论的

研讨入手 , 探讨这一命题的提出在理论上的

必要性和可能性 , 并阐释了其内涵。第二部

分我们试图通过对 20世纪中国文学几部研

究著作的研讨 , 透视出文学研究的当代实践

对叙述学的应用 , 在 “从形式分析进入意

义” 、沟通内外部研究等方面提供了哪些有

益启示 ?还存在哪些不足?

研讨前 , 我们通览了形式主义 、 新批

评 、结构主义等几种批评理论的著作各 1 ～

3种 。在十余种叙述学理论著作中 , 则选择

了张寅德 《叙述学研究》 , 华莱士·马丁 《当

代叙事学》 , 热奈特 《叙事话语·新叙事话

语》 , 罗钢 《叙事学导论》 等四种作为研读

重点。文学研究著作方面 , 我们要求每一位

在尽可能广泛阅读的基础上 , 自由地挑选出

3 ～ 4种作为自己的研读重点 。

下面便是我们的研讨情况。

(一)

曹禧修:虽然 “叙述学” (Narratologie)

首次命名才见于托多洛夫 1969 年发表的

《 〈十日谈〉 语法》 , 但长期以来小说创作的

繁荣与小说理论的贫弱在中外均是显见的事

实 , 二者之间巨大的落差所构成的冲力无疑

是叙述学发生发展的一支内在推动力 。因为

小说学要振兴 , 其头等重要的一件事便是摆

脱对诗学的依附 , 走向独立 , 而 “叙述” 被

认为是小说之为小说的形态学规定质 , 于是

“叙述” 便合乎逻辑地被指认为小说学研究

中具有本体性地位的一大质素。叙述学发生

发展的另一支推动力来自于本世纪初语言哲

学的转向和深受语言学影响的形式主义文论

的繁荣 。语言学对文学理论的影响有两点:

一是语言学模式的参照甚至是直接搬用;二

是科学主义精神的浸染 。文学研究要强调推

行 “科学” 便只有倚重 “形式” 的研究 , 因

为形式不像内容那样更富于变化。看似凑

巧 , 实则也是合乎逻辑的是:二战后 , 小说

理论界普遍认为 “只要关于小说的讨论仍然

强调主题和内容” , 而无视 “非常重要的形

式问题” , “小说在文学研究中就仍然是一个

不能升堂入室的文类” (华莱士·马丁语)。

这就是说 , 当形式主义文论特别又是结构主

义大兴科学研究之风时 (重形式的研究),

恰逢其时 , 有人认为小说学的发展也唯有走

形式研究之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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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说第一支推动力确定了叙述学研究

的对象是 “叙述” ;那么第二支推动力便确

定了 “叙述学” 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语言学的

方法。这种方法似乎抓住了 “文学是语言的

艺术” 这一要点。而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

也极大地丰富了叙述学的批评语汇 , 它对语

言现象的精细分析又有力地支持了小说的文

体研究 。然而 , 文学毕竟是 “艺术” 而不仅

仅是 “语言” 。如果叙述学在方法论上过分

依赖语言学 , 而忽视文学研究应有的独特

性 , 它就完全可能把文学研究等同为语言学

研究 (显然 , 这已部分地成为事实), 这正

如外部研究往往把文学研究等同为政治 、 经

济 、文化的研究 , 不同的仅仅是前者重形式

而轻意义 , 后者重意义而轻形式 。这是两种

应当检讨的研究方法。那么 , 在当前多种文

学理论走向综合的语境中 , 叙述学如何走出

单纯语言学方法论的模式 , 同时也吸纳外部

研究在意义阐释方面的优长 , 沟通内外部研

究 , 由形式分析进入意义 , 就是一个不能规

避的问题。

刘思谦:“叙事” 与 “叙述” 是否同一

个概念 ?我注意到这两个词在我们这里似乎

是同一的 , 但有时又似乎是有点区别的近义

词 。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浦安迪的讲演

(集)是 《中国叙事学》 , 而申丹的则是 《叙

述学与小说文体研究》 , 朱栋霖主编的 《文

学新思维》 中 , 用 “叙述学” 而不用 “叙事

学” 。其中刘祥安执笔的 《话语的魔方———

叙述学与文本解读》 中 , 所论及的文本并不

限于小说 , 也有汉乐府诗 《陌上桑》 , 曹植

的 《洛神赋》 , 《诗经》 中的 《卷耳》 与 《桑

中》 , 还有丁西林的话剧。看来在编著者心

目中 , 并未把 “叙事学” 等同于 “小说学” ,

“叙事” 与 “叙述”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。我

以为作为人类的一种话语方式 , “叙述” 的

内涵外延大于 “叙事” 。以文学的文类来看 ,

“叙述学” 的适用范围显然大于 “叙事学” ,

而人们之所以习惯于把 “叙事学” 等同于

“小说学” , 是就传统小说的故事 、情节要素

而言 , 现代小说则早已突破了这些要素 , 故

事的淡化 、 弱化在 “意识流” 、 “生活流” 及

许多先锋小说中是普遍现象 , 这在孙先科的

《颂祷与自诉》 中已有所梳理和论述 。再就

散文 、 诗歌 、话剧而言 , 除了记事散文和叙

事诗之外 , 你能说它们没有 “叙事” 却不能

说它们没有 “叙述” 。所以我以为还是用

“叙述学” 而不用 “叙事学” 。只要把它的研

究范围限定在文学的范围之内 , 就不会无所

不包。

曹禧修:在法语中 , 与汉语 “叙事” 对

应的单词是 “récit” , 而不是 “naration” 。后

者更趋近汉语中 “叙述” 的含义 。因此 , 法

语中的 “naratologie” 一般都翻译为汉语中的

“叙述学” 。看来刘老师的分析是符合托多洛

夫 “naratologie” 命名原义的。

如果我们增加一个 “叙事性” 作为二级

概念涵盖在 “叙述学” 内 , 以表明各类文体

和各种文本中有叙事性强弱或有无之分 , 这

样 , “叙述学” 就可以成为一个比较周全 ,

涵盖面比较广泛的跨文类概念。

刘思谦:叙述学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方

法 , 关键在于如何突破就形式论形式的陈旧

框架而进入意义的层面 。这里的道理在我看

来不言自明 。无论怎么说 , 这叙事之 “事” ,

总是和社会 、历史 、文化 、 性别以及历史的

派生物 “革命” (或曰 “革命历史”)等等范

畴存在着割不断的内在联系 。把叙事当做与

这一切的绝缘体去研究 , 必然会导致繁琐哲

学 , 通篇都是僵硬冰冷的符号 、 概念 , 把文

本的整体性 、统一性分割得鸡零狗碎 , 使人

不得其门而入。叙述学发展的两支推动力中

的第二支即语言哲学转向和形式主义文论的

繁荣 , 所起的正负作用比是值得研究的 , 其

中的负面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。真理是相对

的 (但我并不是相对主义者), 多走一步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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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走向反面而成为谬误 。至少是失去它的合

理性而对文学研究失去了它的可操作性。

曹禧修:我同意刘老师的意见。事实上

“从形式分析进入意义” 正是我们检讨了外

部研究和极端形式主义文论等两种研究方法

后一致同意的意见 。受极端形式主义文论的

影响 , 许多叙述学的持守者往往把文学的研

究等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 , 对叙事文学的故

事 、话语 、结构 、 时间 、节奏等进行一种纯

语言学的分析甚至是纯统计学上的归类 , 其

中的许多工作完全可用现代科技手段取而代

之 。也许我们不能否认这种批评方法在科学

性 、客观性追求方面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 。

然而 , 文学毕竟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

一 , 是可变性与不可变性的统一 。从某种意

义讲 , 文学的审美特性更多地取决于文学的

可变质而非不变质 。这种研究方法只注意文

学文本的确定质 、 不变质 , 而把可变质 、 不

确定质人为地逐出研究者视野范围之外 , 这

不仅如芭柏拉·史密斯所说:“大大减缩了自

己的阐释资源” , 也极大地伤害了文学的灵

性 。文学的灵性正是纯形式的分析无法包容

的 , 它需要的是 “从形式分析进入意义” 的

研究方法。任何形式都是具有一定意义的结

构 , 因此形式的分析必须是对有意义形式的

分析;反之 , 任何内容的分析也不是孤立

的 , 正如黑格尔所说:“内容之所以为内容 ,

即由于它包含有成熟的形式在内 。”

郭力:纯技巧的操作与庸俗社会学批评

都无以俯瞰文学这个精灵带着镣铐的舞蹈 ,

因为对文学发展规律的制约因素还有着更为

广泛而深刻的社会 、历史 、 文化及文学深层

审美意识等多方面的原因。从来就没有纯粹

的形式 , 也没有无形式的内容 , 作家的主体

意识必将通过形式与内容的结合体现出来 ,

而真正走向成熟的批评方式也必将由作品的

形式分析进入意义剖析的层面。二者的并重

才有可能揭示文学的价值特征。我们研究理

论和方法 , 目的是从方法论的角度开拓文学

研究的视野 , 并非是对西方话语的 “移植”

与 “套用” , 以求达到在与传统思维互补协

调过程中探讨出适合于中国文学研究的新思

维批评格局 。但当下对新方法的研究运用也

存在着一些误区 。例如有一种倾向就是为方

法而方法。我们发现有些论著即便不用新方

法也完全能得出同样的结论 , 新方法的运用

只是延缓了结论的得出 , 使论著拉拉杂杂 ,

繁琐不堪 。新方法被当做了一种门面的装

潢 。可见 , 新名词 , 新术语的硬性着陆 , 只

能背离文学特性并不能揭示文学对象蕴含的

特殊规律。

刘思谦:意义究意是由什么决定的? 乔

纳森·卡勒在他的 《当代学术入门·文艺理

论》 中认为 , 意义不是一望而知的 、 简单的

和可以轻易决定的东西。它深藏在文本之

中 , 需要认真探讨。他还从方法论的意义上

指出 , 决定意义的至少有四个因素:作者的

意图 、 本文 、语境 、读者。不能仅凭这四个

因素中的任何一个来决定意义。为什么? 我

的体会是这四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具体到不

同的文本中都是非常具体和千差万别的 , 需

要根据研究对象的具体情况而在综合考虑这

四者之中有所侧重 , 这样才能找到属于这个

文本的独特意义 。仅仅是读者一项 , 不同的

读者有不同的情况 , 用接受美学的概念来说

是不同的 “前判断” , 他们在文本中发现的

意义是不会相同的 , 全看研究主体根据自己

的研究对象作出独立的综合性选择。由此看

来方法不仅不是先在的和给定的 , 而且不是

万能的 。好的方法并不保证有高水平的研究

和必然的对意义的发现 , 有时甚至带来对意

义的遮蔽或误读 。对有关资料翔实的占有和

分析 , 认真的反复的细读文本 , 是文学研究

的一个不变的前提。除此之外 , 研究者的识

见 、理解力 、感悟力 、 思辨力 、 表达能力以

及和这一切有关的创造性思维能力 , 不说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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头等重要的 , 至少也是相当重要的。

刘铁群:意义不是一望而知的 , 而从

“文本” 这一角度来说 , 意义的获得在某种

程度上就有赖于对文本的形式结构的精细分

析 , 因为意义常常潜藏在文本的形式结构之

中 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, “屡战屡败” 与

“屡败屡战” 讲叙的是同一件事 , 而且组构

的词汇也完全相同 , 仅仅因为形式结构的变

化 , 意义也就大不相同 , 可见形式的结构与

意义的建构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, 而且也进

一步说明 , 从形式的分析进入意义不仅是必

要的也是可行的。

曹禧修:然而 , “从形式分析进入意义”

并不是一个物理时间性的命题 , 它不能被僵

硬地理解为任何叙事文学的研究都必须是先

作形式的分析再作意义的分析才是合理的 。

而是说如果我们把真正形式 (“实现的内容”

即形式)的分析作为文学研究思维的逻辑起

点 , 且尽可能地尊重叙事文学的本体存在特

征 , 那么我们的研究最终必然会蕴含某种意

义或意味。如果受研究视角律的支配 , 我们

不得不把形式与内容分离开来作各自的分

析 , 那么我们也应当力求不失整体感 , 在内

容的分析中透示出 “形式感” , 在形式的分

析中加强 “意义味” ;或者说是实现一种有

“意义味” 的形式分析或有 “形式感” 的意

义分析 。比方说 , 在形式分析中应有意义的

引导 , 而在内容的分析中 , 我们又要防止

“跨” 过形式层面直接把文本的内容与社会

生活作简单的对比分析 , 对文本内容的分析

应从形式的把握入手达到理解或发现意义的

目的。

刘铁群:记得上次研究中曹禧修曾提到

文学研究中的一个悖论:内容与形式本不可

分 , 但在具体的研究中有时候不得不作 “二

分法” 。我认为这种划分带给我们麻烦的同

时 , 也带来了很多的方便。我们无法回避这

一悖论 , 但这一悖论也无法掩盖这样的事

实:内容与形式的划分绝不是相互对立 、 互

不相容的。事实上叙述学中很多关于形式的

分析不但没有舍弃内容 , 相反还是从内容入

手的 。例如对 “叙事功能” 、 “语义” 以及

“神话素” 所做的分析都是着眼于 “实现的

内容” , 是在对内容的整体把握中使它具有

了形式的意味 , 内容与形式已融合为一体。

因此我们不能简单武断地把所有关于形式的

分析都戴上一顶贬义的 “形式主义倾向” 的

帽子。

曹禧修:也许正因为形式与内容这种复

杂的关系 , 库尔特·康拉德曾批评什克洛夫

斯基并不能守住自己订立的纲领 , 因为他并

没有单纯研究 “文学形式变化” 的文学问

题 , 而是也闯进了关于内容与形式相互关系

的哲学思考和社会学。事实上西方各位叙述

学大师也同样可以领受这种批评 。因为诸如

叙述者 、 听叙者 、 隐含作者 、 隐喻 、转喻 、

视点等等一系列颇具生命力的概念一旦用于

真正的文学研究时 , 自然而然地便具有形式

和内容的双重质素。以 “视点” 而言 , 如果

仅保留它光学意义上的 “所指” , 而把它世

界观 、 价值观 、 文化观等意义上的 “所指”

驱逐殆尽 , 那么这个概念还能在多大意义上

揭示文学叙事的本质特征就大可怀疑了。再

如就格雷玛斯的 “语义方阵” 而言 , 它的核

心基础是建立在 “语义” 的二元对立模式之

上的。谁能说得清楚 , 它到底是形式的批评

还是意义的批评呢?这样的例子我们还可以

举出许多来 。因此 , 库尔特·康拉德的批评

无疑是对的 , 如果说连什克洛夫斯基这样彻

底的形式主义者也无法把形式的分析与意义

分离开来探讨 , 那么还能有谁比他做得更好

呢 ?这样 , 我们就不难理解对叙述学建树颇

丰的托多洛夫在 80年代中期也写了一部反

思性的著作 《批评的批评》 , 对 “诗的活动

是一种不及物的活动” 这一命题重新检讨 ,

他回过头来认为 “文学是与人类生存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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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, 通向真理与道德的话语” 。

(二)

刘思谦:就我们这十多年来文学研究的

状况而言 , 我的感觉是起点比较高 , 避免了

西方文论在发展过程中所难以避免的偏颇 。

在这方面 , 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在理论上

的廓清使我们的文学研究受益匪浅。研究者

一般来说不再把二者分割开来 , 而是把内容

作为 “有意味的形式” , 把形式看作 “实现

了的内容” 。当然在具体操作中可以有所侧

重 。

我读到的几本有关文学研究著作从论题

的立意上就是研究叙述与历史 、 文化等范畴

的关系 。如孟悦 《历史与叙述》 从新时期小

说看历史与叙述的关系 , 黄子平的 《革命·

历史·小说》 从 “革命历史小说” 这一小说

类别来看文学形式与革命 、 政治之间的互动

关系。陈顺馨的 《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

别》 则是以性别视点研究叙事与性别的关

系 。孙先科的 《颂祷与自诉》 是对新时期小

说从叙述特征到文化意识的梳理和研究。这

几部研究专著在方法论上都超越了极端的文

本中心论 , 在形式和内容的结合上进入了意

义的层面。

孟悦的 《历史与叙述》 研究对象是新时

期小说 , 但她的立意是从新时期小说看历史

与叙述的关系 , 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找到二

者的内在关联 。这既是全书的理论框架又是

展开论述时的体例框架 , 我比较欣赏她对

“历史与叙述” 的简明扼要的理论辨析和清

晰的表达。她从一则神话的考证分析 (《艺

文类聚》 中对盘古开天地的记述), 找到了

叙事的起源即叙事如何从浑沌无形的历史中

诞生 , 使无形无名浑沌一片的历史赋形 , 有

了可以把捉的开端 、 后续 、 后效等过程 。

“从浑沌到获形与其说是宇宙诞生的过程 ,

毋宁说是叙事自身诞生的过程。浑沌与有形

的关联相当于历史与叙事的关联:叙事正如

宇宙从浑沌中生成那样 , 从历史中生成” 。

她还辨析了事件的历史与话语的历史:“事

件的历史曾经存在 , 但并不应声而至 , 留下

的乃是话语———对事件的叙述 。” 这两个理

论观点显然是相互联系与相互说明的 , 具有

逻辑上的自洽性和理论说服力。这些清晰的

理论表述 , 使全书的主旨和体例框架建立在

扎实的理论基点上。自第三章开始 , 孟悦采

取了作家作品论的形式 , 选取了刘心武 、 王

蒙 、莫言 、 张洁 、林斤澜五位作家 , 分别展

示了历史与叙述相关的多种形式与多种可能

性 。为什么要用这种个案分析的形式而不用

那种概括性 、宏观性更强的综合性体例? 我

在读完全书之后才认识到 , 原来历史与叙述

的关系 , 在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不同作家 , 乃

至同一个作家的不同文本那里 , 是千差万别

的 , 很难一概而论。在这五章内 , 孟悦对这

五个作家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和切入点都是不

同的 , 是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而找到相应的

方法和切入角度 。这样就不仅照应了和证实

了全书的理论观点 , 而且使理论本身展示出

它的丰富性 、灵活性。当然 , 这里也不排除

采用宏观性 、 概括性体例相对而言难度更

大 。

郭力:读了陈平原的 《中国小说叙事模

式的转变》 , 我认为他所研究的 “小说叙事

模式” 既是一种 “有意味的形式” , 也是一

种 “形式化了的内容” 。尽管作者的注意力

更多地集中在小说艺术形式的变化上 , 但是

形式的变化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与当时的社

会历史文化语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。例如陈平

原认为是 “五四” 个性解放思潮的冲击才真

正赋予第一人称叙事模式强大的艺术生命

力 。正是基于对形式变化的研究是从文学内

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同时着眼入手 , 所以在重

点论述小说叙事模式转变的同时也建构出社

会变迁的思想轨迹 。 “形式” 与 “意义” 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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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里达到了学术理路上的整合和统一 。

曹禧修:这种整合与统一是陈平原自觉

的学术追求。他在 《自序》 中说道:“本书

写作的一大愿望是沟通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

部研究 , 把纯形式的叙事学研究与注意文化

背景的小说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” 。较之

《模式的转变》 , 陈平原 《20世纪中国小说

史·第1 卷》 的写作在方法论上有了更高的

追求。用他自己的话说 , 该书力求 “从新小

说形式演变中探讨文化背景变迁的某种折

射 , 或者说 , 探求新的小说形式中某些变化

着的 `意识形态要素' 。” 请注意这里的变化

之巨大 。也就是说:政治 、 经济 、文化 、 意

识形态等诸因素既不再单纯地作为小说的外

部因素与小说分立而 “在” , 也不是作为独

立的内容要素与形式分立而 “在” , 而是形

式本身 。正因为 《小说史》 的写作首先在理

论上拒绝了 “二元论” , 坚持了 “实现的内

容即形式” 的新概念;而且在具体的写作

中 , 我发现 , 政治 、经济 、 文化等因素不仅

作为文本的形式本身获得由 “内 (文本)而

“外” (史)的阐释 , 同时 , 它们又作为小说

发展的背景 , 作为小说发展的一支外部推动

力而获得清晰的梳理。因此 , 当陈平原坚持

“形式中心论” 的写作原则 , 也即始终把新

小说形式的演变及相关的主要的文学现象作

为论述中心时 , 他的 《小说史》 就不再是一

部相近于政治史 、 经济史 、 文化史相混杂的

“伪文学史” , 而是一部具有小说史 “品格”

的 《小说史》 。

刘铁群:陈平原 《小说史》 是文学史写

作中的一次革命 , 真正体现了文学史观的转

变和写作模式的更新。在陈平原的小说史意

识中 , 形式体裁居于中心地位 , 为此锐意从

形式方面对这一时期小说的演变进行深入的

开掘。但陈平原所谈的形式不是一个完全封

闭的体系 , 而是如马克·肖莱尔所说是一种

“实现的内容” 。因此 , 他在谈内容的时候也

谈了形式 , 而谈形式的时候也谈了内容 , 形

式和内容是糅合在一起的。质言之 , 他讨论

的是 “有意味的形式” 和 “有形式感的内

容” 。而他对各种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的考察 ,

最终是为了说明文学自身的问题 。如第三章

中论述了商品意识的介入影响了这一时期小

说思潮的演变。而小说传播方式从 “说 —

听” 转为 “写—读” 在某种程度上又促成了

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。第七章 《从官场

到情场》 处理的显然是我们一般称之为 “内

容” 的若干问题 , 但陈平原不仅将清末民初

的小说概括为四种主题模式 , 还充分论述了

这种主题模式的形成及演变的内在原因 , 这

就具有很强的形式感。在这里顺便提一下 ,

解志熙在 《文学史的新写作及其理论问题》

(载 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》 1991.2)一

文中对 《小说史》 作了很高评价 , 但同时又

认为这部小说史过于侧重形式 , 把小说史等

同于小说形式的发展演变史 。这种看法我是

不同意的 , 因为陈平原在谈形式的时候 , 始

终没有离开内容 , 并没有使两者割裂 。

郭力:陈平原的著述可以说明当代西方

理论为研究者不仅带来了新的 “理论模式” ,

同时也拓展了新的文学阐释空间 。年轻学者

南帆在这方面也表现为一种理论的自觉。他

的 《文学的维度》 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

及其模式的递嬗进行了叙述学的技术分析 ,

其中第三章 《叙事话语》 的整体框架就是从

话语角度对新时期文学现象进行描述 , 叙述

学理论对作品阐释的独特空间使著者很快从

文本话语形式层面突进到意义底蕴中 , 进而

切入了文学潮流脉动的深层原因 , 从各部分

的小标题不难看出著者耳目一新的论断:

“叙事的幻觉:新写实主义” ;“再叙事:先

锋小说的境地” ;“叙事话语的颠覆:历史和

文学” 。论者认为叙事话语不可能处于 “外

形式” 的范畴之内 , 也没有一种与现实解释

漠不相关的中性陈述 , 陈述的过程包含了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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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的解释和判断 , 在此意义上叙事话语与叙

事内容不可剥离。这里再一次显示了形式与

意义融合的重要性 , 叙事技巧不可能离开内

容有它独立的框架 , 技巧本身有内容性。基

于此著者论证 8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新的叙

事话语并不是简单挪用外来技巧改写传统故

事 , 而是把现代小说技巧本身具有的涵义隐

蔽地介入到故事中 , 折射出作家新的精神向

度 。整章论述既重视叙事方法也重视叙事意

义 , 理论方法的娴熟使论者如剥茧抽丝般从

形式进入到意义中 , 破译叙事话语的符号从

而显现文本意义的指涉范畴 , 从话语表层逐

步探索出文本的叙事逻辑 , 揭示出作品的深

层结构 , 文本意义最终隐现于话语形式中 。

形式与意义在此达到了有机的融合。

刘思谦:孙先科的 《颂祷与自诉》 从体

例框架上就是从形式分析进入意义的研究 。

全书分为 “谁说” 、 “说谁” 和 “如何说” 三

大章。第一章从叙述人的 “视角” 理论和方

法切入 , 结合运用了语言学的一些概念 , 探

讨叙述人的主体定位及其文化功能;第二章

是新时期小说的人物形象研究 , 更多地运用

了社会学描述方法;第三章 “如何说” 看来

似乎是纯技巧问题 , 但论者却通过对新时期

小说的结构模式的梳理进入语义特征 , 寻找

隐藏在三种结构模式中的 “语义” 。这样的

研究体例自然是建立在他对极端形式主义文

论以及机械反映论等方法的局限性的突破

上 。例如在第一章里谈到视角理论时 , 他认

为 , 仅仅从叙述角度研讨小说的叙事模式 ,

得到的只是形式主义文本 , 是剥离了内容与

意义的有缺陷的文本。形式与内容是血与肉

的关系 , 无法将它们分离。因此他为自己找

到的方法论基础便是由谁看 、谁说 、 如何说

这些技术层面探讨说者的文化立场 、 情感指

向 、价值判断等等意义的层面。比较精彩的

部分我认为是在每一章中均梳理出一种清晰

的发展变化线索 , 而且找到了相互之间的演

变更替的内在逻辑。另外 , 有的章节由于新

概念的引进而有新的发现 , 也就是找到了新

的意义 。例如对刘恒的 《白涡》 的分析 , 便

是由叙述学的视点理论发现了主人公周兆路

的男性视点对女主人公华乃倩的遮蔽乃至误

读 。研究者认为这实际上是重复了千百年来

男性叙事中的两性观:男人是 “被诱惑的亚

当” , 女人是 “诱惑的夏娃” , 是一个男性观

念的符号 , 华乃倩个人真正内心世界则被阻

挡在文本之外。这类对文本意义的发现 , 得

益于叙述学方法中视点理论的启示 , 同时也

自然得益于论者对狭隘的男性中心观念的超

越 。

郭力:《颂祷》 在考查大量创作现象时

并不仅仅停留在叙事技巧和艺术形式的分析

层面 , 而是从文化精神层面作进一步的深入

思考。用著者的话来说就是把 “叙述的分析

同意识批评结合起来” , 通过用有关叙述学

理论对文本形式的分析力求进入到社会学 、

美学 、 哲学等层面的思考 , 探索了文学与社

会 、历史及意识形态之间更为广泛的关系。

对文本的形式与意义的整合分析拓宽了批评

的视阈 。论述中不乏真知灼见。例如 , 第一

章第二节中著者认为新时期小说叙述视角发

生了从自叙到他叙的变化 , 同时这个变化又

经过了三个阶段:“我” 的故事——— “现代

派” 小说的主体自叙及 “自我” 觉醒;“我

爷爷” 的故事 ——— “寻根小说” 的 “他叙”

与知识分子叙述人的退场;“他们” 的故事

——— “新历史小说” 的边缘叙事与 “新写实

小说” 中知识分子缺席与被审。显然这个嬗

变包含了形式与内容的双重因素 , 叙述者的

改变带来了小说叙述空间和精神价值定位的

转换 , 这种从形式的分析进入意义的阐释方

法清晰地立体地勾勒出了新时期小说叙事规

范变化的途径 , 能给人以方法论意义的启

迪 。不过本书在对形式与意义的综合思考

时 , 似乎过于偏重意识形态的分析 , 偏重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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念的思辨 , 全书行文有些滞重 , 整体格局似

有失重之感 , 行文中叙述分析同意识批评并

没有双向并重而是有所倾斜 , 著作的整体美

学效果不能不受到影响 。

曹禧修:叙述学的持守者应当清楚:在

文学理论这个大学科中 , 叙述学是添加 , 是

丰富 , 而不是排斥和取代。它理应取开放的

姿态 , 以平和 、公允 、 客观的心态 , 既分析

又综合的方法 , 吸取包括传统文论在内的一

切文论的优长 、补己之短。这一点 , 我认为

孙先科的 《颂祷》 做得比较好 。表面看来 ,

《颂祷》 似乎设计了一个典型的叙述学的体

例结构 , 但实质上这体例结构中也吸收了包

括传统文论在内的其他批评理论 。第一章中

著者把 “作者” 与 “叙述人” 并置 , 其中通

常意义上的 “隐含作者” 和 “叙述者” 两个

概念似乎又被有意地并称为 “叙述人” 。这

种 “并置” 和 “并称” 不仅为 “意识形态”

等外来概念的引入预留了空间 , 也为沟通内

外部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机缘 。第二章 “说

谁” 中 , 探讨人物与题材 , 其中像 “典型”

这样的概念术语在各种批评喧嚣尘上的 90

年代 , 它似乎已被蒙上一层厚厚的尘土。因

为在前卫者 (并无贬意)手里 , 它几乎弃置

不用 , 换上了另一套语码;而在庸俗社会学

批评者手里 , 它又难以褪尽浓厚的政治性色

彩 , 难免透露出一股霉味。而本书的著者从

文学本体论的立场对它予以重新审视定位 ,

使它焕发出新的生机。在第三章 “怎么说”

中所探讨的 “组织原则和结构” 也完全不同

于叙述学所探求的纯抽象意义的 “叙述结

构” , 其内涵似乎更趋近传统文论中 “结构

和组织” 的概念。

刘思谦:本书值得商榷或有待提高的地

方有两点:

第一 , 每一章的小结中表现了论者过于

鲜明或过于强烈的价值判断 , 这当然并不是

不可以 , 问题是在做出这种判断时常常拉出

“真实” 这个理论难题作为判断的尺度 。书

中多次重复这样的句式:“谁更真实 ?” “新

历史小说比以前的历史小说观念更新吗? 更

可靠吗 ?” 这样的提问本身在我看来就是一

种没有意义的自我缠绕 。为什么一定要在二

者之间找出一个更真实 、 更可靠 、 更新呢?

其实每一种新的小说叙述形式 、 技巧或叙事

模式的出现 , 都是对前一种的局限的突破和

弥补 , 很难说哪一个就一定比另一个更怎么

样 , 它们之间是补充而不是相互替代的二元

对立的关系。尤其是扯出 “真实” 这个概

念 , 判断真实不真实或谁更真实的标准是什

么 ?就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理论难题 , 倒不

如先把它悬置起来不用为好 。另外 , 书中保

留了过多的 “精神滑板” 、 “思想低靡” 等等

不无武断的判断词 , 对先锋小说哲学观念和

思想倾向的判断也是不够公正的 。我感觉这

类问题的产生主要是未能摆脱当时的语境限

制 , 留下了一些写作此书时 (这是作者在

1995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写成的)人文精神

讨论的痕迹 。而且 , 当时对一些小说 “精神

滑坡” 、 “思想低靡” 的批判 , 并没有建立在

深入研究的基础上 , 在很大程度上是批判者

出于道德激情的一厢情愿。

第二 , 全书使用频率很高的 “意识形

态” 这个概念 (我不认为 “意识形态” 是这

本书的核心词或关键词 , 尽管作者在前言中

对这个概念特意作了说明 , 但在全书中并没

有起到核心或关键作用 , 而只是作为一个预

设的 、 含义不明的概念附着在作者的结论性

判断的语尾)。现代语言学对于概念的一个

富于启发性的论述 , 便是概念内涵的历史性

的变动 。依格尔顿把语言的变化比做在一个

无限展开的蛛网上有的成分发展了有的成分

消失了又复现了 , 有的成分发生了变异 , 并

且又有新的成分增加进来。意识形态这个词

内涵的变化 , 是语言学上一件很有意味的事

情 。据海外华人学者林毓生对这个概念内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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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辨析和诠释 , 认为它的特点是系统性 、 封

闭性和强制性 , 尤其当它和权力结合在一起

的时候 , 又是一个封闭系统 , 对不同意见采

取强制性的排斥态度 , 拒绝自我革新 , 要求

追随者绝对服从 , 并使追随者觉得绝对服从

是具有道德情操的表现 。这种诠释显然更符

合 20世纪我们中国的语言学现实 , 遗憾的

是先科未能把这类确有新见的论点吸纳进

来 。从方法论的意义来看 , 孙著对 “意识形

态” 这个概念缺乏界定 , 理解比较陈旧 , 用

得也比较泛 , 把一些刚刚露出语言地平线的

个人性话语也视为 “意识形态” 。诸如 “意

识形态意味” 、 “意识形态结论” 、 “意识形态

经验” 、 “权威意识形态” 、 “意识形态文化意

味” 等等 , 使 “意识形态” 这个概念成为脱

离了所指的 “空洞能指” , 失去了它本应具

有的 “意义” 。现在大家都意识到了文学研

究的学理性。学理性的要求之一 , 便是你所

使用的概念及概念系列 、相关概念 , 应当是

经过界定的 , 相互之间不是互相 牾的而是

相互说明的或层层递进的 , 这应该是研究者

方法论意识是否自觉的一种表现 。

曹禧修:《颂祷》 力图沟通叙述分析与

意识形态的批评 , 因此 , 对新时期小说的叙

事特征与政治 、 文化的关系梳理得十分清

楚 , 这一点我与刘老师的看法一致。而且各

种思潮及叙事特征嬗变的内在线索也十分明

了 。但从动力学的观点看就有些不足 。以第

二章为例 , 著者清楚地梳理出了人物的社会

形象 、 美学形象及美感形态的更替线索 , 并

指出诸种线索的变化共同受制于哲学与人文

思潮中 “人的还俗化” 以及精神文化与意识

形态上的 “解圣化” 两条线索。这样 , 小说

艺术发展的外部驱动力就十分清楚了 , 但其

内在驱动力是什么呢? 全书读过之后 , 我依

然感觉模糊 。相比之下 , 陈平原的 《小说

史》 , 内驱力和外驱力两条线索似乎都是较

为清楚的 , 著者不仅在第一章中列了专节

(“新小说演进的动力”)予以探讨 , 而且之

后各章中均有论述。但细想之下仍能发现一

些问题 。例如 , 著者认为中国小说从文学结

构的边缘向中心移动是新小说演进的主要内

驱力。这无疑是对的 , 但问题是驱使中国小

说由边缘向中心的力仍然是外在的。这是否

意味着中国文学本来就不曾自主发展过 , 或

者说中国文学主要还是要受制于外力 , 内驱

力真是 “微” 不足道? 抑或还是我们目前贫

弱的小说理论不足以支持我们发现其 “内

力” 呢? 如果真是这样 , 自然就不必苛求

《颂祷》 。事实上 , 也许这本来就可以列在著

者的写作视域之外。

郭力:朱栋霖主编的 《文学新思维》 对

每一种批评方法的介绍均由两部分组成 , 前

面是理论概述 , 后面是文本解读。其中卷

《教化与全知全能的叙事者》 一篇是从叙事

的角度对赵树理小说进行剖析。论文首先批

驳了离开文本历史语境套用新方法对文本的

误读。譬如有论者认为赵树理小说绝大部分

属于第三人称客观叙述模式 , 还有一种论点

认为 , 赵树理的 《小二黑结婚》 等第三人称

全知叙述的小说中 , 隐指作者与真实作者是

同一的 , 而隐指读者与真实读者却不是同一

的 。该文的论者在批驳这种观点时并没有简

单地套用叙述学理论 , 而是把理论阐释与生

动的文本分析结合 , 从而把叙述者的功能

(评说功能 , 如对三仙姑鲜明的嘲讽态度)

导引出来 , 以确凿的论据得出了完全相反的

结论 , 指出 《小二黑结婚》 等小说不是第三

人称客观叙述模式 , 而是教化与全知全能的

叙事者在叙述。我们感兴趣的是何以运用同

一方法对同一文本的分析会有两种完全不同

的结论 。显然 , 除了对叙事理论需要全面的

理解把握外 , 关键是要注意理论在运用时是

否真正地切入了文本 , 批评者是用理论去注

解还是运用理论去阐释 , 其效果将截然不

同 。上述引证的对文本意义的误读现象原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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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于是用新方法对形式进行绝对化分析隔断

了文本整体内容 , 而完全忽略了文本所处的

历史语境。故而关于赵树理小说实质上是一

种全知全能的教化文学这种很容易推导的结

论反而产生了不见或谬见。

另外一篇 《反讽叙事》 对鲁迅先生 《离

婚》 题旨的释读角度很新 , 论者认为文学史

已有的评价传统而稳妥 , 那种貌似很新的

“人权说 、农民说都是既定的意识形态整理

小说的结果” , 是一种 “病态阅读” 。论者指

出 , 解读 《离婚》 不能离开独特的艺术形

式 , 没有形式就没有内容。全文释义紧紧扣

住 “反讽” , 通过对小说两个场景中爱姑等

人物的语言 、 表情 、 动作等条分缕析的论

述 , 揭示出小说的主旨在于要写出一种心

态 , 即那种因不幸婚姻造成的复仇心态及崇

拜相信公理的盲目心态 , 进而构成全文的反

讽情境 。论者的用意强调了反讽式阅读的重

要 , 并顺理成章地从语言等形式层面进入到

文本意义中。正如 D·C 米克在 《论反讽》

中形容反讽是 “既有表面又有深度 , 既暧昧

又透明 , 既使我们的注意力关注形式层次 ,

又引导它投向内容层次” , 可见对 《离婚》

的反讽式阅读也正是从对文本形式层次注意

上投向了内容层次 , 从而揭示出表象与事实

的对立 , 对立越明显反讽意味愈强烈 , 《离

婚》 中名与实的关系对立 , 爱姑个人幸福与

复仇心态的悖反等都构成了全篇强烈的反讽

效果 , 从而真正揭示出 《离婚》 的喜剧形式

所蕴含的人物命运的深刻悲剧性 。

刘铁群:《新思维》 (中卷)《结构:建

筑抑或语义——— 〈老残游记〉 结构释读》 一

篇在批评方法的选择上倒是充分考虑了批评

对象的理论适应性和承受力 。文章借用了什

克洛夫斯基的串联模式和穆卡洛夫斯基的语

义组织的统一性观念。这种研究方法非常贴

近清末民初的长篇小说 , 这类小说注重语义

统一而不注重情节的统一。著者把 《老残游

记》 的文本分解为寓言部分和写实部分 , 认

为二者的统一性依赖的是语义的内在联系性

而不是人物是否贯串 , 情节是否一贯 。因此

情节不再是建筑问题 (部分之间的比例和连

接顺序)而是作品语义方面的组织问题。随

着全篇语义分析的深入 , 一方面透视出 《老

残游记》 结构上的内在统一 , 另一方面关于

文本意义上的分析也水到渠成。形式的分析

与意义的建构水乳交融同时完成 。

另外 , 《故事下面的故事:〈西游记〉 的

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》 的批评理路是运用结

构主义的方法分析 《西游记》 的结构并进而

探讨它的主题思想。文章认为 《西游记》 正

文与楔子部分有明显的结构上的断裂 。楔子

部分 , 人物违逆了大契约而受到惩罚;而正

文部分人物执行大契约得到奖赏 。著者认为

这种结构上的断裂从正反方面展示了 《西游

记》 的主题:舍弃异类 , 求得正果。著者从

结构的变化透视文本意义的批评思路是值得

肯定的 , 但他们忽略了楔子与正文两部分在

内容上的严重失衡。如果 《西游记》 文本的

意义仅仅通过两次大小契约的执行情况就决

定了 , 那么就没有必要详细地写唐僧师徒

81难 , 只有 9难 10难或进行概述 , 其效果

也是一样的 , 显然吴承恩不断讲叙大同小异

的取经降妖故事 , 不厌其烦地叙述 81 难 ,

渲染取经的艰辛 , 自然有其用意 。这与其文

本意义不会没有关系。该文的症结在于著者

仅仅从一个抽空了内容的抽象的结构框架中

推导文本的意义 , 这就未免把问题简单化

了 。正如前面刘老师所指出的 , 决定文本意

义的有四个因素:作者的意图 、 文本 、 语

境 、读者。仅凭其中一个因素就对意义下结

论是武断的 。这篇文章显然也有武断之嫌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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